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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碳捕获与封存技术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手段，尤其适合以燃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我国目前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应当大力推广这项技术，但国内的相关立法和监管制度尚属空白。欧盟和美国制定了完善的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立法，我国应借鉴其经验，建立科学的立法体系和监管体系，构建完善的监管制度，包括风险评估、许可和担保、监测、报告和核查、安全退出、事故应急处理、责任追究和公众参与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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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 on Legal Supervision System of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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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limate change, particularly suited for the countries which take coal as the main energy. Our country is facing enormous pressure to reduce emissions, therefore we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technology. But the domestic relevant legislative and regulatory system is still blank.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made the perfect legislation on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technology. Our country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to set up a scientific system of legislative and regulatory system, and build a perfect supervision system including risk assessment, licensing and guarantees, monitoring,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 safety exit, accident emergency handling, accountability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system,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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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当今全球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延缓温室气体效应需要全社会的通力协作，如何保证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每个国家都面临的难题。虽然《京都议定书》只对发达国家设定强制减排义务，但随着国际气候秩序的调整，发展中国家也必将在国际气候变化框架下承担减排义务。我国正在加快节能减排步伐，2014年9月发布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提出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50%左右。我国向国际社会承诺，将认真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承担与发展阶段、应负责任和实际能力相称的国际义务[1]。 可见我国目前面临的减排压力巨大，需要采取多种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现有技术条件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有3种方式：一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促进节能技术革新；二是开发使用低含碳量燃料、核能、可再生能源、增加生物汇；三是应用碳捕获与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简称CCS）技术。前两种方式受制于现实经济情况，短期内难以成为主要途径；第三种方式的CCS技术本质是一种还碳于地球的减排方式，在目前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发展模式下是有效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的重要技术。本文就CCS技术应用中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探讨，重点针对监管制度的构建提出建议。
1  完善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监管制度的必要性
1.1 碳捕获与封存技术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意义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关于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的特别报告》中对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的涵义作出界定：将二氧化碳从工业或相关能源的产业排放源分离出来，捕获收集后输送到一个封存地点，并使之与大气长期隔绝的一个过程[2]。 CCS技术是温室气体效应减缓行动中较优的一种方案。因为在现实情况下，主要的排放源是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为能源的发电厂、钢铁厂和化工厂。美国科学家威克利提出：煤燃烧中释放的二氧化碳有90%可被捕获，应用碳捕获与封存技术可以明显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对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重大意义[3] 。 
 应用CCS技术的优势主要在于可以继续使用丰富而低价的化石燃料，不受制于新能源稀缺且昂贵的资源条件；而且应用CCS技术不需要过多地限制经济发展，能够降低减排的长期成本；CCS技术的减排效果明显，见效快，减排成果相对稳定，易于实现规模减排；最后，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若干年以后，被封存的二氧化碳可能被再次循环使用。现在CCS技术已经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即碳捕获再利用与封存 (Carbon Capture，Utilization and Storage，简称CCUS) 技术，将捕获的二氧化碳提纯，继而投入到新的生产过程中进行循环再利用，而不是简单地封存。这可以产生新的经济效益，使二氧化碳资源化，是彻底解决减排问题的方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传统的CCS技术流程主要有3个环节：捕获、运输和封存。即首先在捕获环节，将二氧化碳从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气体中分离、压缩；再通过运输环节，将其通过管道等运输工具运至封存地点；最后是封存，即将其注入深海海底、海床地质结构，或者深部咸水层、不可采煤层等地质结构层中。每个环节都必须采用标准的技术手段谨慎操作，需要有关部门进行严格的监管，才能避免出现碳泄漏等工业事故。
工业上碳封存的方法主要有4种：地质封存、海洋封存、矿石碳化和工业利用。其中，地质封存是将二氧化碳储存在特殊地质结构中，主要是油气田、含盐地层和不可采煤层，在油气田中的封存可以增加油气产量，是目前颇受油气行业青睐的技术；海洋封存是将二氧化碳储存到海底的特殊地质结构中，海水的密度低于二氧化碳，所以与海水融合后二氧化碳可以长期储存，这是一种相对比较安全的封存方式；矿石碳化是将二氧化碳与金属氧化物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碳酸盐，从而固化二氧化碳的技术；工业利用是将二氧化碳作为原料生产出工业产品，从而固化二氧化碳的技术。目前地质封存和海洋封存是主要的应用方式，但存在较高的风险，本文主要探讨对这两种方式的立法推进及监管制度。
1.2  高风险的碳捕获与封存技术迫切需要加强监管

CCS技术应用的潜力无疑是相当可观的，但这项技术对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实际效果将受各种因素制约，除了实施技术可以得到相关资金支持和金融激励，更关键的因素是成功控制各个环节的风险。
二氧化碳是一种带有窒息特性的碳酸物质，不达到一定浓度对人体无害，但过量排放会对人类和自然环境产生有害影响。虽然从理论上讲，地球的储存能力足以稳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海底在地质结构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海洋吸收和转化二氧化碳的能力还是有限的，吸收到海水中的二氧化碳会改变海水性质，封存到海底的二氧化碳可能会破坏生态系统，威胁到海洋生物的生态环境。
CCS是一项存在高风险的技术，二氧化碳在捕获、运输和封存环节都有可能发生泄漏。二氧化碳泄漏到浅水层以后，能与水反应生成弱酸，污染地下水的品质，甚至析出岩石和土壤中的有毒重金属，严重破坏环境；如果发生急剧泄漏，后果不堪设想，最典型的例子是喀麦隆尼奥斯湖，1986年由于地震释放出逾120万t的二氧化碳，导致附近约1700人窒息死亡[4]。鉴于CCS技术的高风险性，迫切需要通过立法确定每一个环节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制定详尽的技术实施规则，防止二氧化碳的泄漏，并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和风险应急机制。

2   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的国内外现状及法律监管制度
2.1 国外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的现状及法律监管制度

2.1.1 欧盟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的现状及法律监管制度

欧盟作为全球低碳经济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不仅创设了最先进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在投资和发展CCS技术上也是处于领先地位，截至目前已经批准建立21个大型综合示范CCS项目，计划至2015年建成12个。欧债危机影响了欧盟对低碳经济项目的投入，曾被美国反超，但2012年5月7日,世界最大的CCS示范工程在挪威蒙斯塔德建成，这是欧盟重点支持的一项工程，于2007年开工兴建，总投资10亿美元，年捕获二氧化碳的能力可达到10万t，欧盟借此发展良机重新占领世界CCS技术的制高点[5]。 
2008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指令》，2009年欧盟启动CCS示范项目的网络登记平台，用于收集CCS信息并对外提供，以对CCS项目的运行进行监督。《二氧化碳地质封存指令》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关于CCS技术的法律，详细列明了各国实施CCS技术进行减排的时间表，对于二氧化碳的捕捉、封存、运输及封存地点的建设作出了明确规定，成为欧盟委员会监管CCS技术的依据。具体制度包括：首先是封存许可制度，即运营CCS的主体必须取得开发许可证和封存许可证，许可证的颁发、审查、变更、撤销都应由监管机构遵照法律进行；另外，CCS的运营主体应当对运营和关闭都提交计划书，内容包括预期监督方法、泄漏后的纠正措施、场地关闭后的处理措施等，计划书经批准后方可颁发许可证。其次是检测、报告和检查制度，即监管机构应从技术方面对碳封存进行检测、排查，CCS项目主体应当每年针对封存场地、设施以及封存状况提供报告。第三是关闭制度，即CCS运营主体在决定关闭封存场所之前，必须审查原来提交的计划书，根据现实情况修改后重新报监管部门，批准之后方可关闭封存场地；同时运营主体应当提供监督期不少于30年的费用，将后续的监督责任转移给监管机构。第四，资金担保制度，即CCS运营主体应当提供具有运营CCS的技术能力和经济保障的文件，证明其有能力负责CCS运营中出现的问题[6]。

欧盟的各成员国，例如瑞典、英国、德国等，都比较推崇CCS减排技术，特别是英国，一直将发展低碳技术视为体现国家竞争力的核心，2003年开始力推CCS技术，甚至规定所有新建的煤电厂必须安装占全厂产能25%的碳捕存设施，成为全球第一个出口CCS技术的国家。英国也是世界上CCS法律制度建设走在前列的国家，早在欧盟制定《碳捕获与封存指令》之前就设立CCS技术顾问委员会开始研究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2008年在《能源法》中确立了CCS技术的法律地位，设立煤气电力市场办公室作为专门的监管部门，通过运行激励机制获得更多的资金投入，要求火电厂公开企业减排信息，并制定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从而保证CCS技术的推广。

2.1.2 美国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的现状及法律监管制度

美国虽然拒绝承担京都议定书设定的减排义务，但却积极投入CCS技术的研发与推广。自2009年纽黑文市的一家火电厂CCS项目试验成功以后，美国批准建立了31个大型综合示范CCS项目，共投入资金40亿美元，是世界上批准项目最多的国家。美国计划2016年前建成10个CCS商业示范项目。为了规范和推进CCS项目，美国制定多项法律，明确各个环节的监管部门和运行规则。2007年美国国会开始起草《国内二氧化碳存储评估法》和《能源部CCS研发部署法》，并正式通过《2007年能源自主和安全法》，确定美国内陆部负责国家二氧化碳地质封存的评估与监管。2010年美国成立一个关于CCS技术的机构联合专任小组，由联邦机构和14个执行部门构成，负责部署并评估美国未来10年的CCS技术。2010年美国环境保护署出台《美国安全碳存储技术行动条例》，对CCS项目的具体实施措施作出明确规定，要求重点保护地下饮用水资源，地质封存应按照法规进行选址、建设、测试、监控和关闭，并要求项目实施单位密切监控封存情况，每年向美国环境保护署报告二氧化碳封存信息。此条例旨在防止碳泄漏，确保碳封存技术的安全，成为美国监管CCS技术运行的法律准则[7]。
2.2  我国应用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我国能源消耗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呈现大幅增长趋势，煤炭依旧占据能源结构的主体地位，而从我国幅员辽阔的地理条件来看，碳封存的空间非常广阔，因此CCS技术是适合我国国情的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国家也非常重视，已将其列入国家科技发展规划中，属于科技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中的一项前沿技术。2014年我国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中重申CCS技术在碳减排示范工程中的重要地位，在火电、化工、油气开采、水泥、钢铁等行业中实施碳捕集试验示范项目，在地质条件适合的地区开展封存试验项目，实施二氧化碳捕集、驱油、封存一体化示范工程。积极探索二氧化碳资源利用的途径、技术和方法，我国已经开始积极探索CCUS技术的应用，希望能将二氧化碳转化为可利用资源予以回收，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实践中我国积极开展CCS技术的应用。2008年7月建成的华能热电厂是我国首个CCS项目，具有年捕获二氧化碳3 000t的能力；2010年深化集团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碳捕获与碳封存技术全流程的项目。我国CCS技术虽然起步较晚，但已经与世界上多个国家开展国际合作建立CCS示范项目。我国和欧盟在CCS方面的合作最早、范围最广，2005年9月中欧建立“近零排放”项目，10年的运行对我国CCS技术的推广起到了良好的效用。2015年6月29日我国与欧盟发布新的《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在第九条第九款明确提出：认可在“中欧近零排放”倡议下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方面的成功合作，将研究继续推进相关合作的方式[8]。共同研究推广CCS技术是我国与欧盟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合作的重要举措之一。
另外，我国与美国在2014年发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深化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CCUS项目上取得很大进展，通过大规模一体化示范项目，共同促进CCS以及CCUS技术在两国的实施。截至2015年6月，中国目前与美国合作的CCUS项目包括延长石油公司项目，目标是至2020年每年达到400万t二氧化碳注入能力；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中石化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项目，年二氧化碳捕集量为100万t；山西国际能源集团(SIEG)、空气产品公司项目，研究对空气分离和二氧化碳净化装置的预估；中国华能集团清洁能源研究院(CERI) 项目，研究二氧化碳压缩、运输和EOR注入等技术[9]。
 虽然我国认识到CCS技术的巨大发展潜力，已经展开多项CCS和CCUS项目的运营，但我国并未制定任何专门的CCS技术立法，监管制度也属空白，目前相关的法律也仅有《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其中关于控制污染、处置废弃物、工程建设等方面的法条可以援引，但这些根本无法实现规避CCS技术风险、监管CCS技术运行。国家发改委曾于2013年4月27日发布《关于推动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试验示范的通知》（发改气候[2013]849号文件），这是我国唯一一个国家层面专门针对CCS技术管理的文件，但仅仅政策性地对CCS技术进行战略研究和规划。目前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CCS技术法律监管机制迫在眉睫，可考虑借鉴欧美等国家的先进经验，少走弯路，低成本、高效率地保障CCS技术的运行。 

3   完善我国在碳捕获与封存技术应用中的法律监管制度
3.1  构建合理的立法体系

鉴于我国目前多项CCS项目正在运行而尚无可循的法律，我国迫切需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规制、监管项目的各个环节。考虑到CCS技术对我国实现减排目标的重要性，而且捕获、运输及封存环境存在巨大风险，特别是封存环节的情况极其复杂，对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建议制定一部立法等级较高的《碳捕获与封存法》，以单行法的形式确立碳捕获、运输、封存的涵义及法律地位，对每个环节的具体操作规程和技术标准作出规定，特别是封存的二氧化碳的性质归属，是污染物，还是危险物质，这将影响相关法律的适用。关于CCS项目实施的技术规范，可以通过制定实施细则来明确。由于CCS属于前沿复杂技术，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减排规划具有重大影响，故应当在国家层面立法，统一各项技术标准，不宜授权地方制定法规，避免各地出现操作上的不同而导致系统风险难以控制。
3.2 建立科学的监管体系，理顺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国对于CCS技术的政府监管由多个部门共同进行，发改委牵头，联合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国家海洋局、国资委、国家能源局、国家标准委等10个部门，属于典型的多头并管。其中，科技部主要负责推动CCS技术的研发，加强国际合作与技术交流；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对市场和行业合作提供支持；国土资源部负责评估封存地点的选址；国家海洋局负责监管、评估海洋封存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国家环境部负责评价应用CCS技术对环境的影响，发生二氧化碳泄漏、产生环境风险时的应急处理；国资委负责对运行的项目进行资金监管；国家能源局负责对可分离二氧化碳的化石能源进行监管；国家标准委负责捕获并封存二氧化碳的计量技术标准。以上各个部门监管职责分立，导致衔接不顺、效率降低，部分数据和信息缺乏公信力。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专门的政府监管机构，融合上述部门的职能，分别从上述部门中选拔经验丰富、专业的管理人员加入，在技术和资金上统筹管理，研发技术，监督运行，并收集、保存数据，系统地负责全部流程的监管，各省区市地方负责配合中央监管机构的工作。

另外，还应当建立非政府监管机构，包括各个行业协会、保险公司、环保团体及全体公众。行业协会和保险公司的专业监管能够大大减少风险事故的发生；而环保团体及公众参与能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功能，从源头上避免碳泄漏风险造成的后果，同时公众参与还能监督政府部门的行为是否违法，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监管。政府监管和非政府监管各司其职，共同构成科学的智能监管体系。
3.3   构建完善的法律监管制度
3.3.1  风险评估制度

鉴于碳泄漏可能对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出现爆炸、导致人员伤亡，因此加强对CCS技术的安全制度设计是立法的关键，而首要的环节就是对所有的捕获与封存项目都应当进行环境风险评价，特别是加强对封存场地的选址管理，从源头上把好关。在对环境风险作出评价后，还应当评估项目的经济成本，有些成本高、减排效果低的项目不能立项，以免对CCS技术的社会推广产生不良影响。这需要由专业的独立第三方风险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人员和机构应当为出具的风险评估报告负责，如果报告不实，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10]。
3.3.2许可和担保制度

任何CCS项目的实施都必须先取得主管部门的许可，包括运营许可证和封存许可证。首先，CCS项目运营者必须取得风险评估报告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后申请许可证；其次，还应提交计划书，对于运营和退出都作出详尽的计划安排，这些均须在取得批准后方可获批运营许可证和封存许可证；最后，申请许可时，项目运营者还应提交文件证明其有从事CCS项目的技术能力和资金支持，以免未来发生事故时缺乏处理能力从而无法承担赔偿损失的经济责任。颁发、修改、撤销许可证均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巨大的利益很有可能会导致权力寻租问题，因此在立法时应对审批部门的工作流程及职责作出明确规定，防止其任意妄为。

3.3.3 监测、报告和核查制度

    项目运营者在捕获、运输和封存的每个环节都应当执行监测、报告和核查制度，具体的监测技术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在封存之后的每一年度，项目运营者都应当提供关于封存设施、封存数量和封存情况的报告，平时要做好对封存项目的监测和核查工作，有问题及时处理。同时，监管部门除了核查投资协议、储存协议、运输协议等文件以外，也应当不定期到现场检查，这是保证项目减少风险、避免发生事故的重要一环，必须加以重视，不能走过场。

3.3.4 安全退出机制

这是CCS技术立法的重要环节。CCS技术项目并非普通的经营行为，即使退出后还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产生影响环境的风险，因此应当建立善后环境处理与赔偿制度，设立CCS项目治理基金会。对于运营主体关闭封存场所、停止项目都必须进行严格的审查，并要求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其原来的退出计划书，提出切实可行的后续准备方案后方可批准。项目经营者原来的监测和检查责任转由主管部门负责，这就需要项目经营者提供一定年限的费用，通常以20年至30年为宜，费用统一由治理基金会管理。

3.3.5事故应急处理机制

    环境法中对于突发环境事件规定了预案制度，这对于CCS项目的实施更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二氧化碳封存是非常复杂的高精尖技术，完全避免事故的出现极其困难。二氧化碳的泄露通常又是突发的、难以预见，因此监管部门应设立事故应急处理机制，组织专业力量制定应急预案，防范CCS事件的发生，本着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建立预警机制和急响应机制，一旦发生事故立即进行合理处置，展开救援，并采取措施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

3.3.6责任追究机制

    任何一项制度的运行都离不开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追责制度越具体明确，法律实效越强，制度的权威性越能得到保障。责任追究机制是推广CCS技术的保障，具体内容包括场地运营责任、环境损害责任以及人身侵权责任，对责任的主体范围、承担方式、责任期间、归责原则等都应明确作出规定。主体主要是CCS项目运营者，在出现评估失实的情况下，独立的风险评价机构也可以成为责任主体；责任方式为民事赔偿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责任期间为项目关闭后20年至30年；归责原则遵循环境法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只要有损害事故发生，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即使责任主体没有过错，也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3.3.7公众参与机制

法治改革要求严格行政许可制度，CCS技术立法中的许可证制度就属于行政法上的许可，程序上要求公众的广泛参与，但公众对于CCS技术并不熟悉，会影响其对于项目审批的判断。建议在CCS技术的其它环节也设立公众参与的程序，这不仅能培养公众的节能环保意识，还能学习碳捕获与封存的知识，了解可能出现的风险，在面对事故时采取正确的措施，配合有关部门的处理；更重要的是，公众能够对各个主体都进行全面监督，有利于实现CCS项目审批的公正、客观和透明。
4   结束语

     CCS技术的应用能有效减缓温室效应，符合我国以煤碳为主要能源的国情，应当大力推广实施，但CCS技术本身的高风险特性决定了加强监管的必要性。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规范CCS技术的法律体系和监管机制，不利于大规模推广和商业化运作，一旦出现碳泄露事故也缺乏相应的应急机制进行处置，造成的环境破坏难以治理和恢复，最终将严重影响公众对CCS技术的信心，阻碍CCS机制的健康运行。欧盟和美国在实践经验和法律构建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我国应以其为鉴，尽快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建立科学的监管机制，为CCS技术的推广保驾护航，实现我国的减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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